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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0 年 11 月至 2013 年 2 月在凤阳县收集的有关文档、访谈资料等。
二、凤阳县 1991 年水灾及灾民外流的背景
一般年景，凤阳水灾多发生于六七月份的梅雨季节，在降雨等极端天气作用下，1991 年水灾发
生时间提前至 5 月，这在凤阳水灾史上是从未出现过的。5 月 18 日，凤阳开始了连绵的阴雨天气，
至 6 月 14 日期间只有两天半的晴天时间。这一时期本是村民收割油菜和小麦，以及播种夏季农作
物的阶段，但在持续雨水天气的影响下，这些传统的农活都无法进行，成熟的作物或是浸泡在水田
里，或是被风吹断，倒在田地里慢慢腐烂。1991 年上半年，凤阳累积降雨量为 896． 7 毫米，超过
1990 年代平均年份降雨量 102． 3 毫米，境内部分区域的降雨量更是达到 1100 毫米，约占正常年份
降雨量的一半以上。在此期间，淮河水位也不断上涨，仅 6 月 14 日至 15 日，平均每天就上涨 1 米
多，这是 60 年所没有的汛期记录。6 月 30 日的一场暴雨，致使花园湖在三十多个小时内降雨量达
131 毫米，使其水位迅速上涨，加剧了周边区域的内涝。7 月 2 日，淮河监测水位为 18． 34 米，花园














列县政府工作汇报( 8 月 12 日) 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反映。
大包干十二年来，我们共上缴国家 41 亿斤商品粮，可今年没有 1 亿斤左右救济粮，35 万灾民
将无法度荒。灾害使午季小麦损失 2． 3 亿斤，占预产 3． 28 亿斤的 70% ; 油菜籽损失 2500 万斤，占
预产 4300 万斤的 58%，两项损失累计 9662 万元。秋季农作物被淹 70 万亩，其中绝收 35 万亩，还
有 35 万亩分别减产 3 － 8 成，直接投入损失 4635 万元，减产损失约 1． 45 亿元。大水淹没 256 个村
庄，还有 362 个村庄被水围困; 倒塌房屋 49200 间; 全县 35 万人受灾，17 万人受重灾，8． 83 万人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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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可归。毁坏家具数十万件，死亡大牲畜 684 头，猪羊 12350 头，家禽 82 万只，直接经济损失 7638
万元; 农业水利工程毁坏 638 处，损失 2150 万元; 毁坏公路路面 246 公里，桥涵 100 多处，其中县管
公路 33 条，65 公里，累计经济损失 1780 万元。全县工业企业一半以上被淹停产，其中县属 42 家企
业，先后有 33 家停产，经济损失 2537 万元; 全县 15900 家乡镇企业，先后停产 11400 家，其中乡办
企业 381 家，有 321 家停产，经济损失 6020 万元; 商贸部门因关门、商品霉变等损失 2920 万元; 全
县冲倒电线杆 390 根，刮断电线、广播线 18000 多米，邮电、供电设施 30 多处被毁，累计损失 703 万
元; 教育系统有 124 所学校、1564 间房屋被淹，经济损失达 350 万元; 全县 58 家乡级以上医院、卫生
院，有 14 家被淹，7 家被迫搬迁，经济损失 113 万元，加上体育、文化、计生委五家共损失 712 万
元。⑤
从这份工作报告中，我们可以看到 1991 年凤阳水灾的一些特点: 水灾导致凤阳直接经济损失





















留 下 a1，b1 a2，b2




控制或不控制，其中字母 a 代表灾民收益，字母 b 代表基层政府收益。从表 1 可以看出，水灾初期，
灾民遭受威胁和损失，其风险认知主要来自对生存状况的焦虑，在政府救济不明或不足的情况下，
灾民出于增加收入的考虑会理性选择外出; 而基层政府为了应对秩序失控的风险，维持社会稳定，
会选择控制策略，此时灾民最优策略的收益记为( a3，b3 ) ，基层政府最优策略记为( a2，b2 ) 。如果灾
民选择外出，那么其收益是大于留下的，即 a3 ＞ a2，由此导致了博弈的不均衡，即基层政府通过控制
灾民外流维持秩序的目标没有实现。依照“纳什均衡”( Nash equilibrium) 的概念，我们可以找到这
样的一个解，使其达到博弈均衡，即基层政府一方面提高灾民留下的收益( a2 ) ，并加强控制( b2 )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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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一方面运用行政手段，通过惩罚机制降低灾民外出的收益，使得灾民留下收益大于外出，即 a2 ＞
a3，由此产生了博弈均衡( a2，b2 ) 。如果灾民的优选策略是原地等待救助( a2 ) ，政府的优选策略是
控制外出( b2 ) ，那么，均衡立即实现，不用政府费力说服、管控。在当时具体的制度环境下，政府对
灾民外流制定并实施了阻止政策，因此，不会做出不控制( b1 ) 的选择。也就是说，灾民获取了比外
出更多的收益，基层政府通过控制手段维持了社会秩序; 这一均衡解的出现，取决于它们对各自在
灾害中收益的权衡，而这种权衡受它们对风险认知的影响。






组织在外流劝阻工作中的作用。8 月 10 日，凤阳县政府转发了该通知，要求各区、乡政府在完成灾
民安置和生产救灾工作的同时，采取党员、干部包村包户的“政治承包制”办法，⑥同村委会一道在
村落间举办宣传教育活动，打击造谣和煽动者，阻止灾民继续外流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考虑会理性选择适度外流( a1 ) ，以此向政府发出需要救助的信号; 而基层政府为了防范外流扩散的
风险，维持社会秩序，会对灾民发出的信号作出反应( b1 ) ，此时灾民最优策略的收益记为( a1，b1 ) ，
基层政府最优策略收益也记为( a1，b1 ) 。由此产生了博弈均衡，即灾民通过适度外流的方式向基层
政府发出的救助信号，没有被当作噪音处理，而是获得了基层政府的信任和接纳，基层政府通过反
应实现了控制外流维持秩序的目标。在我们得到均衡解中，灾民适度外流( a1 ) 收益大于不外流
( a4 ) ，即 a1 ＞ a4，这是灾民出于理性的优选策略; 因此，这一阶段的博弈中，灾民出于得利的考虑，不
会选择不外流( a4 ) 。灾民身份是一种信号，其发送信号的成本也较低，在正常情况下，因其过于廉
价，这类信号的作用不明显; 但在灾害时期，政府和灾民共同处于风险社会的环境中，政府出于控制


















从车站登记的情况看，9 月 17 日至 29 日，临淮关共上站 2200 多人( 其中五河县 350 人) ，劝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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